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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1978年以来 ,中国工业在持续的结构改革中经历了强劲的增长和生产率

水平的不断提高。本文估算了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 ,发现 1992年后 ,TFP增长

超过了要素投入增长 ,但是 TFP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 2001 年后出现了下降。进一步对

TFP增长分解后发现 ,由工业结构改革引致的行业间要素重置显然对改革开放期间中国

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工业增长起到了实际推动作用 ,即结构红利是显著存在的 ,而

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下降也成为同期 TFP增长贡献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因素回

归分析显示 ,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和工业行业的结构调整主导了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的总

体走势 ,并造成了不同行业要素配置效率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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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Kuznet (1979)曾经指出 ,“没有各种要素在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充分流动 ,获得人均产出的高增

长率是不可能的。”中国是研究要素重置对增长影响的很好范例。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

突飞猛进 ,GDP年均增长达 918 %且非常稳健 ,这应该与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持续的结构改革和要

素重置紧密相关。

结构改革是经济增长重要源泉的假说可以追溯到Lewis(1954)关于二元经济的古典模型 ,这同

时是Maddison (1987)增长核算文献的核心观点。Chenery et al (1986)和 Syrquin (1995)在经济增长和

发展经济学中使用了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效应概念 ,并指出这种效应是增长表现的关键因素。而

Lucas(1993)和 Verspagen (1993)分别从供给面和需求面提出的工业发展模型中也强调了结构变化对

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影响。Harberge (1998)形象地将经济增长描述为两种过程 :一种称为蘑菇效应 ,

指要素不断地从低生产率行业配置到高生产率行业所导致的发展消长和显著差异 ;另一种称为酵

母过程 ,意指所有行业受相同的宏观经济基本面因素影响而表现出的共同发展态势。许多研究发

现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增长有显著正的影响 ( Young , 1995 ; Nelson and Pack , 1999 ; Berthelemy ,

2001 ; Akkemik , 2005 ; Calderon et al1 , 2007) ;另一些研究则发现这种影响不存在或很小 (Timmer and

Szirmai , 2000 ; Caselli , 2005) 。其中 ,Timmer and Szirmai (2000)在解释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结构调整和

改革对生产率增长影响的时候 ,将这种正向影响称为结构红利假定 ,这一术语此后被广泛使用。

回到中国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 ,这造成了刚性的二元

经济结构和严重的要素配置扭曲 ;改革开放后 ,中国的结构改革卓有成效。如图 1所示 ,第一产业

劳动力所占份额从 1952年的 8315 %降到 2006年的 4216 % ,第三产业就业份额则经历了稳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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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 ,这与转型经济文献中关于结构调整特征的描述相一致。中国工业的劳动力份额从 1952年

的 714 %一直持续上升到 2006年 2512 %的峰值 ,这与工业化国家“驼峰”型工业就业占比的经验不

同 ,说明中国的工业化仍处在初级阶段 ,还有足够的空间吸纳更多劳动力和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行

业。与结构改革相对应 ,中国工业增加值所占份额在赶超战略下从 1952 年很低的 1716 %上升到

1978年很高的 4411 % ,以后就基本保持在 40 %左右 ;而第一产业产出份额持续下降 ,2006 年为

1117 % ,第三产业产出份额在改革之后急剧增长。许多学者从三次产业的角度研究了结构改革和

要素重置对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 ( Fan et al , 2003 ; Bhaumik and Estrin , 2007 ; Bosworth and Collins ,

2008 ; Gong and Lin , 2008) 。这些研究忽略了工业内部行业间的要素流动 ,我们认为 ,在工业内部也

存在着要素流动的制约和结构调整的必要性 ,不同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要素重置显然可以推动工业

部门的生产率提高和工业增长。中国正处在工业化过程之中 ,工业仍然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部门 ,因

此 ,本文集中研究中国工业的结构改革 ,并评估这种结构调整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增长。

图 1　中国三次产业 GDP和劳动力构成的变化( 1952—2006) 　

中国工业改革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时期 :1978—1992年的试验期、1992—2001年的国企改革期

和 2001年以来的反思和调整期。图 2描述了中国工业改革的主要结构变化。上个世纪 80年代以

来 ,以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工业主要在轻工业部门得到了快速发展 ,使

得中国工业的就业份额从 1977年的 1418 %上升到 1992年的 2117 %(图 1b) ,非国有工业总产值比

重在改革后增长很快 ,1993年首次超过了国有工业 (图 2a) 。这体现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战略已经从

赶超战略转向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由于 80年代以来的国企工业改革仅仅停留在转换经

营机制层面 ,加上大量冗员的存在、拨改贷政策造成的企业高资产负债率、以及政府摊派和社会性

功能等系列负担的长期累积等 ,造成了大批国企财务危机的爆发 ,致使整个国有工业部门在 1996

年出现了净亏损 (图 2b) 。于是 ,中央从 1997年开始实行抓大放小、减员增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为目标的国企改革。图 2显示 ,1998年后国企数量骤减 ,其占比从 1998年的 3912 %下降到 2001年

的 2713 % ,大部分小型国企实现了民营化 ,与此同时 ,国有骨干企业在这三年内建立了股份制 ,开

始摆脱全面净亏损。在国企改革的同时 ,非国有工业企业迸发出勃勃生机 ,其总产值和上缴税份额

持续上升 ,利润率也一直高于国有企业 (图 2) 。非国有工业不仅吸纳了大量的国企下岗员工 ,而且

支持了国企抓大放小的股份制改革 ,使得这一阶段的国企成功改革成为了可能。1994年实行的以

分税制为特征的财税体制改革和 1993年左右工业产品价格的完全放开和全国统一产品市场的形

成也为这一阶段的工业改革创造了条件。

前 20年的工业改革成绩是显著的 ,但代价是资源低效使用和环境的严重污染。要素市场发展

依然滞后 ,无法有效配置重要资源 ,工业结构改革远未最终完成。特别是 2001年以来 ,以高能耗、

高污染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现象在中国工业发展中再次出现 ,导致学界的激烈争论。同时 ,正如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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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家发展经验所指出的 ,当转型经济体的人均 GDP达到 1000美元左右时 (比如中国本世纪的情

形) ,社会矛盾会加重 ,甚至会很尖锐。新世纪以来 ,中央对工业乃至经济发展进行了反思和调整。

中共十六大首次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中共十七大正式提出科学

发展观的思想和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 ;在全球金融危机日趋严峻的情况下 ,2008年

末中央又出台了促调整和保增长并举的十大应对措施等等。图 2显示了这一阶段中国工业的结构

变化情况。大中型企业的数量下降 ,但是其总产值份额却从 2000 年的 5712 %上升到 2006 年的

6516 % ,工业集中度在提高。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量和产量也一直在增加 ,到 2006年底 ,民营企业

和外资企业总产值份额分别达到了 3712 %和 3116 % ,国有工业企业占 3112 % ,出现三驾马车的发

展格局。另外 ,国有和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率在 2006年分别达到了 1213 %和 1917 % ,彻底摆脱了

90年代中期亏损的局面 ;非国有企业的税收份额也从 2001年的三分之一增加到 2006年的将近一

半 ,不久将会超过国有企业。

图 2　中国工业结构的演变

　　注 :图中某些变量序列在 1998年处的跃变是由于统计口径前后不一致所致 (1997年前统计口径为乡及乡以

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1998年后为国有和非国有工业规模以上企业) 　

与中国工业结构改革相关的文献较多地研究了 20世纪 90年代所有制结构改革对工业增长的

影响。Li (1997)是仅有的几篇评估 20世纪 80年代中国工业改革绩效的文章 ,他发现当时的要素配

置效率和要素边际生产率都有惊人的增长。虽然学者们承认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对工业增长的重

要性 ,但很少有人对这种效应进行定量分析 ,而这正是本文所尝试要做的。具体而言 ,本文使用整

个改革开放时期 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来量化结构变化和要素重置的增长效

应。这不同于使用工业总量数据的分析 ,总量数据不能揭示各行业的发展变化模式。我们也没有

选择使用企业数据 ,因为目前只能获得 1998年后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 ,不足以用来捕捉整个工业

改革期间的变化模式。我们采用 Battese and Coelli (1992) 和 Kumbhakar (2000)提出的随机前沿生

产函数方法来估计中国工业分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 TFP) ,并分解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要素重置效

率项 ,来捕捉结构改革的增长效应 (即结构红利) 。这种分解方法不同于传统的直接对劳动生产率

进行分解的份额转移 (shift2share)法 ,后者虽然在结构红利研究文献中被广泛使用 ,比如李小平和卢

现祥 (2007)等 ,但是 ,我们知道 ,在多投入要素情形下 ,TFP是比劳动生产率更可靠的生产率度量方

法。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节介绍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模型。第三节描述本文使用的二

位数工业行业投入产出面板数据。第四节分析所估计的工业分行业 TFP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 (结

构红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行业间的变化模式。第五节讨论结构红利的影响因素。第六节是结论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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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模　型

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设定如下 :

Yit = f Xit , t e
- u

it e
ε

it (1)

其中 , i = 1 ,2 ,⋯,38代表 38个二位数行业 , t = 1 ,2 ,⋯,27代表 1980—2006年 , Yit 为工业增加值 ,

投入要素 Xit 包括资本存量和劳动。随机干扰项εit 以指数形式进入模型 ,假定服从白噪声的正态分

布。f (·) 为生产函数。不考虑干扰项 ,实际产出 Yit 与生产前沿 f (·) 之比即 e
- u

it 刻化了工业生产的

技术效率 (TE) ,在 uit ≥0下 ,其取值区间为 (0 ,1 ] ,因此通常假定 uit服从截断 (原点右边)正态分布。

根据 Kumbhakar (2000)的方法 ,对 (1)两边取对数 ,对时间 t取一阶导数 ,两边同除以 Y ,得到

5ln Yit

5 t
=

5ln f Xit , t
5 t

+ ∑
2

j = 1

5ln f Xit , t
5ln Xitj

5ln Xitj

5 t
+

5ln e
- u

it

5 t
(2)

其中 , j = 1 ,2对应资本与劳动 ,5ln f ( Xit , t)Π5ln Xj 为要素 j的产出弹性 ,记为αitj。用字母上端的原

点代表该变量增长率 ,则 ÛYit = 5ln YitΠ5 t 和ÛX itj = 5ln XitjΠ5 t。定义技术改变为 TCit = 5ln f ( xit , t)Π5 t ,

技术效率变化为 TECit = 5ln TEitΠ5 t = - 5 uitΠ5 t ,则 (2)式可以重写为

Y
·

it = TCit + ∑
2

j = 1

αitj X
·

itj + TECit (3)

　　传统的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率定义为

TFP
·

it = Y
·

it - ∑
2

j = 1
sitj X
·

itj (4)

其中 , sitj = witj XitjΠ∑
2

j = 1
witj Xitj , witj 表示 t时刻行业 i内要素 j的价格 ,因此 , sitj 表示 t时刻要素 j的

实际成本占 i行业总成本的份额 ,我们以此作为构建全要素的权重 ,加总为 1。将公式 (3)带入 (4)

得到

TFP
·

it = TCit + TECit + RTS it - 1 ∑
2

j = 1

λitj X
·

itj + ∑
2

j = 1

λitj - sitj X
·

itj (5)

其中 , RTS it = ∑
2

j = 1

αitj表示行业的规模报酬 ,即所有要素产出弹性之和 ,λitj =αitjΠRTS it代表要素 j的

最优边际产出份额 ,在规模报酬不变假定下就等于产出弹性。如果规模报酬是可变的 ,公式 (5) 右

边第三项将能够捕捉由于工业行业规模经济导致的生产率改进 ,文献中称之为规模效率变化

( S EC ) 。

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即完全竞争和企业利润最大化) ,要素的市场价格可以完全反映它

的边际产值 ,即 witj = pf itj ,则最优产出份额等于实际成本份额 (λitj = sitj ) ,因此 ,可以用λitj替代 sitj来

估计 TFP。但是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 ,要素市场的不完善以及要素配置的低效率使上述条件无

法成立 ,实际要素配置与最优状态相差甚远。当然 ,这种扭曲也有有利的一面 ,即它使中国工业通

过要素重置提高生产率的空间比成熟经济体要大。因此 (5)式右边第四项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非常

有意义 ,它刻画了结构调整和改革引致更合理要素配置所带来的生产率增长 ,即所谓结构红利 ,文

献中通常将这一项称为要素配置效率变化 ( FA EC) ,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在实际计算过程中 ,本

文用各行业的折旧和劳动报酬总额分别作为该行业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实际成本。在仅有资本和劳

动两种投入要素的情况下 ,由于λitK - sitK = - (λitL - sitL ) , FA EC的走势最终将取决于这两种投入增

长率的相对幅度大小。

因而 ,根据公式 (5) ,TFP增长率最终分解为以下四部分 ,即技术进步、技术效率、规模效应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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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重置效应的变化率。

TFP
·

it = TCit + TECit + S ECit + FA ECit (6)

　　为得到不同行业不同时点的参数估计量 ,本文采用了更为灵活的超越对数形式的分行业随机

前沿生产函数 ,即

ln Yit =β0 +βt t +
1
2
βtt t

2
+βKln Kit +βL lnL it +

1
2
βKK ln Kit

2
+

1
2
βLL lnL it

2

+βKL ln Kit lnL it +βtKtln Kit +βtL tlnL it - uit +εit

(7)

这里 , K和L 表示资本和劳动。本文采用如 Battese and Coelli (1992)所述的假定 :

uit = ui e
-ηt ∈N μ,σ2

u ,εit ∈N 0 ,σ2
ε ,cov uit ,εit = 0 (8)

　　公式 (7)中的参数η和β需要估计。根据所得的参数估计量 ,可以计算相应的统计量 ,比如资

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公式为 :

αitK = βK +βKKln Kit +βKL lnL it +βtKt (9—1)

αitL = βL +βKL ln Kit +βLL lnL it +βtL t (9—2)

　　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率的计算公式为 :

TCit = βt +βtt t +βtKln Kit +βtL lnL it (10)

TECit = ηui e
-ηt

= ηuit (11)

　　同样 , RTS it ,λitj , S ECit和 FA ECit也可以计算出来 ,具体计算公式在前文已经分别提及。

三、数　据

本文研究两位数行业结构变化对工业生产率和工业增长的影响。采取与陈诗一 (2009)相同的

行业归并、数据调整和工业统计口径调整原则 ,本文同样构造了 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 1980—2006

年期间的投入产出面板数据①,其序号、代码和名称见表 1。

　　生产率并不直接可得。研究结构红利的传统方法是从劳动生产率中分解出结构改革的增长效

应 ,这种方法简单易行 ,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在存在其他投入要素的情况下 ,劳动生产率并不是生

产率的全面度量 ,可能会出现遗漏和偏误 ,因为有时并不清楚到底是生产率真正提高了还是失业率

下降了。更准确的办法是度量基于所有投入要素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需要估计生产函数 ,需要投入

和产出数据。由于本文仅仅考虑了资本和劳动两种典型的投入要素 ,所以工业分行业产出应该使

用工业增加值指标。其中 ,劳动投入数据与陈诗一 (2009)基本一样 ,但是资本存量的核算和工业产

出的计算则有所不同 ,现分别简介如下。

(一)工业增加值

为了与 1994年我国财税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相衔接 ,从 1995年开始 ,工业统计指标体系和指标

含义都有了较大的调整。比如 ,工业总产值、工业中间投入等均按不含增值税的价格计算 ,工业净

产值改为工业增加值 ,应交增值税单独加到工业增加值中。从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

业经济统计年鉴》中 ,可以获得 1992年后的分行业当年价工业增加值和 1992年前的工业净产值数

据。其中 ,1985年、1992年工业增加值和工业净产值是同时提供的。因此 ,本文主要基于对应的工

业净产值来构造 1991年前分行业工业增加值序列。根据《统计年鉴》的定义 ,工业增加值中包括工

业净产值中没有的折旧、大修理基金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务费 ;工业净产值中包括增加值中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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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始数据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86年第二次全

国工业普查《中国工业经济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 1995年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摘要》、2004年《中国经济普查年鉴》、

2004—2006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2007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等。



的企业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支付 ,如利息支出等 ,即 :工业增加值 =工业净产值 - 支付给非物质生

产的费用 - 利息支出 +固定资产折旧 +大修理基金。其中 ,各行业支付给非物质生产的费用、利息

支出和大修理基金难以获得 ,但是《统计年鉴》基本上提供了 1991年前的分行业本年折旧数据①。

因此 ,1991年前当年价工业增加值的公式为 :

工业增加值 =工业净产值 +提取的折旧基金

1986年第二次全国工业普查《工业经济统计资料》提供了 1985年分行业工业净产值、提取的折

旧基金和工业增加值数据 ,完全满足上述计算公式。这样计算分行业工业增加值的方法比陈勇和

李小平 (2006)把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净产值简单等同的处理相对精确。最后把统一调整了口径的工

业分行业增加值序列利用 2007年《中国城市 (镇)生活与价格年鉴》提供的工业分行业工业品出厂

价格指数进行平减 ,由此获得了 1990年为基年的 1980—2006年的可比价工业分行业增加值序列。

表 1 中国工业两位数行业代码、名称以按 2004年资本劳动比由低到高排序

序号
两位数

代码
工业分行业全称 排序 序号

两位数

代码
工业分行业全称 排序

1 6 煤炭采选业 8

2 7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7

3 8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23

4 9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10

5 10 非金属矿采选业 29

6 木材及竹材采运业 2

7 13 农副食品加工业 22

8 14 食品制造业 17

9 15 饮料制造业 18

10 16 烟草加工业 32

11 17 纺织业 11

12 18 服装业 1

13 19 皮羽制品业 3

14 20 木材加工业 24

15 21 家具制造业 12

16 22 造纸及纸制品业 34

17 23 印刷业 19

18 24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4

19 25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36

20 26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28

21 27 医药制造业 13

22 28 化学纤维制造业 35

23 29 橡胶制品业 21

24 30 塑料制品业 25

25 31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27

26 32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3

27 33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26

28 34 金属制品业 20

29 35 通用设备制造业 14

30 36 专用设备制造业 7

31 37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5

32 3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9

33 40 计算机、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 16

34 41 仪器仪表制造业 5

35 44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38

36 4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1

37 46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30

38 11 ,42 ,43 其他工业 6

　　(二)资本存量

本文遵循永续盘存法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资本存量 ,具体步骤如下 :

11折旧率δ
1992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了 1991年前的折旧率数据 ,而其他年份的工业分行业固定

资产折旧率数据主要利用累计折旧、当年折旧、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之间的内在关系来近似求得。

cdt = ovf at - nvf at ;　CDt = cdt - cdt - 1 ;δt = CDtΠovf at - 1

其中 , cd代表累计折旧 , ovf a代表固定资产原值 , nvf a 为固定资产净值 , CD 代表当年折旧 ,下标 t

和 t - 1分别代表当期和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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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80、1985—1987年分行业折旧数据由 1990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提供 ,1988—1991年折旧由 1989—1992年《中国统

计年鉴》提供。缺省数据线性插值。



21新增投资
invt = ovf at - ovf at - 1 ;　It = invtΠPK , t

其中 , inv代表当年价新增投资 , I 代表平减后的 1990年价格水平的可比价新增投资。同样 ,1990

年后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 PK由《中国统计年鉴》提供 ,1989年前摘自张军等 (2003) 。

31确定 1980年初始资本存量

本文把 1980年工业分行业的乡及乡以上独立核算固定资产净值通过口径调整和价格平减换

算成以 1990年为基年的可比价固定资产净值 ,作为 1980年的起始资本存量。

41按照永续盘存法估算资本存量
Kt = It + 1 - δt ×Kt - 1

其中 , K代表资本存量 , I为可比价新增投资 ,δ为折旧率。

　表 2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1980—2006)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低 KΠL组

工业增加值 (亿元) 424132 884184 13109 11517100

资本存量 (亿元) 583164 637139 13149 3194100

劳动 (万人) 165113 148114 15100 756100

高 KΠL组

工业增加值 (亿元) 327130 397160 6171 2835170

资本存量 (亿元) 1001180 1616190 12152 15607100

劳动 (万人) 106121 98166 7100 456110

Hoffmann ( 1958) 和 Chenery et al .

(1986)的研究表明 ,工业化的标准路径

应该是从轻工业相对重要向重工业相对

重要的转移过程 ,就像 1978年后中国工

业改革所经历的那样。轻工业在工业化

早期阶段比较重要 ,其本质是劳动密集

型的 ,具有较低的资本劳动比 ( KΠL) ;而

重工业的发展主要在工业化的中后期 ,

它是资本密集型的 ,具有较高的资本劳

动比。因此 ,我们根据 2004年工业各行

业资本劳动比从低往高的排序 (见表

1) ,将 38个行业分为轻重工业两组 ,即前一半较低 KΠL值的行业构成轻工业组 ,后一半较高 KΠL值
的行业为重工业组。这样分组的目的在于想了解要素重置对工业增长的影响是否在轻重工业组中

有所不同 ,由于各行业结构效应相差很大 ,放在一起不太容易看清结构红利的总体特征。

表 2列示了按轻重工业分组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量 ,从中可以大致看出这两组间的区别。该

表传达的信息是高 KΠL组的资本存量均值大致是低 KΠL组的两倍 ,但高 KΠL 组的工业增加值和劳
动却比低 KΠL组要低。拥有最高工业增加值的行业并不在高 KΠL组 ,而是轻工业组中的计算机、电

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 ,它在 2006年的增加值达到 11517亿元 ,该行业在整个改革阶段增加值的年

均增长也最高 ,达 27 %。高 KΠL 组的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拥有最高的资本存量 (2006 年为

15607亿元) 。根据标准差统计量 ,高 KΠL 组资本存量的变化较大 ,而劳动和产出的变化较小。这

些统计信息显示重工业组的生产率应该比轻工业组的低。

四、结构红利的存在性和重要性

表 3报告了中国工业分行业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最大似然估计结果。10个主要参

数中只有 3个参数 (没有加粗)在 10 %的水平上不显著。Wald统计量达到 1462196 ,说明模型在总

体上是显著的。γ值高达 019103 ,显示行业差异可以解释工业增长变化的绝大部分。在计算相关

统计量时 ,我们把不显著的参数βt、βKL、βKK设定为 0。

表 4报告了工业改革三个子阶段和整个期间增长核算基于所有行业的平均结果 ,包括工业增

加值、资本存量、劳动、TFP及四个分解部分的增长率以及各自的贡献份额。图 3和图 4绘制了整

个改革开放期间轻重工业组和工业全行业层次所估计的 TFP增长率、累计 TFP水平和 TFP四个分

解成分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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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分行业随机前沿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Z统计量 P值

常数项 219416 014565 614 01000

t 010096 010241 0140 01691

(1Π2) 3 t̂ 2 010095 010009 10191 01000

lnK 018061 012104 3183 01000

lnL - 016260 012019 - 3110 01002

lnK3 lnL - 010177 010605 - 0129 01770

(1Π2) 3 (lnK) 2̂ - 010039 010716 - 0106 01956

(1Π2) 3 (lnL) 2̂ 011405 010752 1187 01062

t 3 lnK - 010214 010064 - 3134 01001

t 3 lnL 010181 010058 3112 01002

mu 116810 013058 5150 01000

eta - 010283 010031 - 9104 01000

sigma - u2 019087 013107 2192 01003

sigma - epsilon2 010895 010040 22122 01000

gamma 019103 010282 32127 01000

总体显著性检验 Wald⑨= 1462196 010000

最大似然估计的对数似然函数值 : - 30813179

表 4 中国工业增长核算和全要素生产率分解

时期 产出增长 资本 劳动 TFP增长
TFP增长分解

TC TEC SEC FAEC

1981—1991
0109
100

0104
51

0103
30

0102
19

0103
40

- 0103
- 33

- 0103
- 30

0104
42

1992—2000
0112
100

0103
26

- 0103
- 22

0109
75

0111
88

- 0104
- 30

- 0101
- 7

0103
23

2001—2006
0117
100

0103
20

0100
2

0110
60

0116
97

- 0105
- 27

- 0101
- 6

- 0101
- 3

1981—2006
0112
100

0104
32

0100
2

0106
53

0109
76

- 0104
- 30

- 0102
- 13

0102
20

　　注 :每个时期第一行代表各自增长率 ,第二行代表各自的贡献份额 (单位 : %)。其中 ,TFP增长等于其四个分解成分的数值加

总 ,而资本、劳动和 TFP增长的加总不等于产出增长 ,这是因为这里的 TFP增长是由其四个分解成分加总而得 ,而不是根据传统索

罗残差来计算。

很显然 ,大规模的工业结构改革已经成功实现了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全面提高。

整个改革阶段工业全行业的增加值和所估计的 TFP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了 12 %和 6 %。1981年至

1991年第一个改革阶段 ,TFP增长率为每年 2 % ,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 19 %(同期产出年均增长

为 9 %) 。其余 81 %的工业增长是由要素投入贡献的 ,其中 ,资本和劳动各占 51 %和 30 %。生产率

增长落后于投入增长的事实表明 ,中国工业在改革早期仍处在粗放型增长阶段 ,这与 20世纪 60年

代到 70年代东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相一致 ,即投入积累比生产率增长在经济起飞阶段更加重要

(Lucas , 1993 ; Young , 1995 ; Berthelemy , 2001) 。后两个改革阶段中 ,中国工业的平均生产率增长高

达 9—10 % ,超过了要素投入中增长最快的资本积累 (3 %) ,但是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从

第二阶段最高的 75 %下降到本世纪以来的 60 %左右 ,这说明生产率对工业增长所起的作用仍不太

稳定。TFP增长分解为四部分 ,即技术进步增长 (TC) 、技术效率变化 ( TEC) 、规模效率变化 (SEC)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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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配置效率变化 (FAEC) 。如表 4所示 ,在改革早期 ,要素配置效率变化 ( FAEC)对 TFP增长起主

导作用 ,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 42 %。1992年以后 ,要素配置效率 (FAEC)对 TFP增长的贡

献下降 ,但仍一直处于第二位 ,仅次于技术进步增长 (TC) 。整个改革阶段 ,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

产率行业流动的要素重置带来了年均 2 %的产出增长 ,对产出增长和 TFP增长的平均贡献率分别

为 20 %和 38 %。可见 ,显著的要素配置效应 (即所谓结构红利)在中国工业结构改革中是存在的 ,

这是本研究的主要发现。

基于 38个行业的增长核算结果① 也显示出轻工业的重要性 ,比如服装业、家具制造业、文教

体育用品制造业和高新技术行业 (如计算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医药

制造业) ,它们的产出、生产率和要素配置效率都增长较快。增长较慢的行业几乎都集中在重工业

组 ,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水和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 ,这些行业产出

增长低于平均水平 ,TFP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增长缓慢甚至为负值。生产率及其分解的不同行业

特征可以浓缩为低和高 KΠL两组的特征 ,并在图 3和图 4中分别表示出来。我们发现 ,具有较低 KΠ
L值的轻工业组别相对于重化工业组别拥有更高的生产率增长和累计水平、技术进步增长、技术效

率变化和要素配置效率增长。因此 ,中国工业改革过程中存在着如 Harberger (1998)所述的蘑菇效

应 ,即具体行业效应明显。整个工业增长的酵母效应也在图形中显现出来 ,即轻重工业两组虽然有

所差异 ,但都与工业全行业显示出相似的发展轨迹。也就是说 ,除了行业的异质性外 ,一些经济基

本面因素 (如宏观政策和外部经济环境)同时影响着所有而不是一部分工业行业 ,因此 ,促成了所有

行业的生产率进步。而且 ,正像 Nelson and Pack (1999)在东亚经济研究中发现的一样 ,中国工业全

行业的生产率及其分解 (图 3和 4的虚线表示)似乎更多地受到了轻工业组行业的影响。

图 3　中国工业 TFP增长率和累积 TFP水平( 1980—2006) 　

与工业结构改革的不同阶段相对应 ,中国工业 TFP的增长在 1981年到 2000年间波动非常大 ,

进入新世纪后变得比较平稳。这与 Li (1997)揭示的中国工业企业上世纪 80年代的特征、Sun and

Tong (2003) 、Yusuf et al1 (2005) 、Jefferson and Su (2006)和郑京海等 (2008)描述的上世纪 90年代特

征以及 Bai et al1 (2008)研究的 1998—2005年间的特征相符。如图 4所示 ,技术进步 (TC)是唯一对

TFP增长的贡献不断上升且平均贡献超过要素配置效率 ( FAEC) 的成分。Mukherjee and Zhang

(2007)将此称为自适应创新模式 ,即通过广泛吸纳 FDI和建立外资企业 ,中国从发达国家引进了先

进技术和知识 ,这是中国工业改革成功的关键。Fisher2Vanden and Jefferson (2008)也指出 ,过去 25

年中国的科技创新激励已经由国家主导下放到企业、研究机构和大学主导 ,技术市场也在迅速发

展 ,但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负增长又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TC和 FAEC对 TFP增长的贡献 ,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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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节省篇幅 ,不报告该增长核算表。



图 4　中国工业 TFP增长分解( 1980—2006)

　　　　注 :d图为要素配置效率 ,即结构红利。　

它们的绝对值比较小。我们还发现 ,2000年后 ,重工业组别的技术效率不断恶化 ,但是规模效率的

改善超过了轻工业组。总体来看 ,整个改革期间中国工业的规模报酬是递减的 ,图 4c中 1998年到

2002年暂时出现的正效应是由于同期劳动力的负增长 ,而不是递增的规模报酬造成的。涂正革和

肖耿 (2005) 、李胜文和李大胜 (2008)同样发现了规模报酬递减的现象 ,这也许可以由中国工业生产

过程中要素自由配置受阻和无法达到最优投入组合 (如轻工业中资本不足、重工业中熟练工稀缺)

来解释。

显然 ,没有要素的大幅度重置 ,TFP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工业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着结构

红利而且至关重要 ,这可由图 4d所绘制的配置效率 (FAEC)在整个改革区间的变化趋势来说明 ,它

们实际上就是由于结构改革和要素重置所带来的那部分工业生产率增长。在 1981 年到 1991 年

间 ,新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对劳动管制的突然放松 (比如农业劳动力至少可以转移到乡镇企业中) ,使

得受制约的生产要素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量 ,导致了非常显著的要素配置效率 ( FAEC)的提高 ,其

年均增幅达 4 % ,对工业产出增长的贡献份额也高达 42 % ,这克服了工业改革初期技术进步增长极

低、TEC和 SEC为负的不利局面 ,有力地推动了工业改革初期的 TFP增长。在工业改革第二阶段 ,

由于工业产品价格的完全放开、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民营化以及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实施 ,由结构

改革和要素重置所带来的结构红利 (FAEC)虽然变小了 ,但年均增幅仍然达到 3 % ,对生产率增长和

工业增长的贡献仍然为正。

从 2001年开始 ,要素市场发展的滞后和某些产业政策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产业调整倾向于

高附加值行业、重化工业化重新抬头、产业的多样化等使得推动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 (如纺织业)的努力有所减弱 ,转而鼓励要素流向高业绩、高利润的行业 (像电子和电器制造业、

采矿业和非金属制造业) ,甚至从工业流向服务业 (如图 1所示) 。由此 ,行业结构改革和就业之间

的矛盾日益加剧 ,因为高科技行业和重工业并没有办法吸收更多的劳动力。而曾经吸收大量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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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却每况愈下 ,而且面临着发展的两难局面 ,长期以来恶劣的生产环境使得这些

行业不容易招收到足够的工人 ,出现了民工荒 ;而如果提高工资或改善工作环境 ,这些行业立即会

丧失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 ,劳动规制的加强也部分加重了这种矛盾 ,使得许多小厂倒闭 ,工

人失业。所有这些因素造成了负的配置效率变化 (该期间年均变化率为 - 1 %) ,阻滞了一直处于上

升趋势的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对产出增长的贡献。

先前的研究通常强调要素流动对生产率增长的正的作用 ,即结构红利效应 ,而本文最大的发现

却是 2001年以后这种结构红利的逆转。不少文献也发现了这种结构调整和要素重置对 TFP增长

的贡献率随时间而下降的趋势。比如 ,Dowrick and Gemmel (1991)发现劳动重置的收益会随着经济

发展水平的增加而下降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上个世纪 90年代由劳动重置引起的生产率增长仍然高

于发达国家。Berthelemy (2001)指出一个国家通过实施正确的结构调整政策而带来的生产率改善

会随着经济趋于有效的宏观管理均衡点而消失。Fan et al1 (2003) 也指出一旦经济结构 (比如农

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份额)达到新的均衡以后 ,行业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将会不可避免地出

现下降。

五、影响结构红利效应的因素

根据公式 (5)右端第四项的 FAEC的定义 ,我们首先用图 5来大概地说明图 4d中所显示的结构

红利的变化模式。估计结果显示劳动的最优边际产值的平均份额λL 在样本区间持续增长 ,而资本

的该份额λK却对称地下降 ,这表明中国工业存在着资本的过度投资和劳动的投入不足。而改革前

期实际劳动成本份额 SL 较高且缓慢增长 (从 1981年的 55 %缓慢增加到 2000年的 65 %) ,与此对

应 ,资本成本份额 S K在此区间中较低且缓慢下降 ,这表明了该时期行业间的实际消长变化 ,即从

资本密集型行业向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转化 ,这是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调整。如图 5所示 ,投入要素

的最优产出份额和实际成本份额的差异反映了劳动和资本要素的配置扭曲程度 ;但是 ,如上所述 ,

这两种份额的不同的相对变化速度导致了这种配置扭曲在改革的前两个阶段实际上是不断弱化和

收敛的。但是 ,2001年后情况就不同了 ,劳动成本份额开始下降 ,2006年已经下降到 48 % ,而资本

成本份额开始上升 ,直到 2006年的 52 % ,这种实际投入与最优产出间的偏离导致要素配置向完全

相反的方向扭曲。

根据公式 (5)中 FAEC的定义 ,由于劳动和资本的扭曲幅度相同且方向相反 ,因此 ,要素配置效

率的模式最终实际上是由平均超过劳动增长的资本增长所决定的 (同样可见图 5) 。Qin and Song

(2008)发现计划经济伴随的资本过度投资 (即所谓的投资饥渴)在当今中国仍然存在。Zhang

(2003)也指出 ,相对于劳动来说 ,中国固定资产总投资增长过快。再考察图 5的劳动增长 ,上个世

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 ,抓大放小和减员增效的国企改革导致中国工业的劳动增长大幅下降。

Frazier (2006)研究显示 ,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从 1995年的 4400万人下降到 2002年末的 1550万

人 ,降幅达 65 %。集体所有制企业经历了相似的下降 ,从 1995年的 1490万人下降到 2002年的 380

万人。而同期民营和外资企业新吸纳 1380万职工 ,远远不能解决国有和集体企业 3960万失业者

的问题。而劳动规制的加强和金融危机又造成了新一轮的失业潮。Dessus et al1 (1995) 和Akkemik

(2005) 的研究曾经指出 ,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 ,劳动的重置效应要高于资本的重置效应 ,因为对于

它们来说 ,劳动相对稀缺更为重要。而本文的研究显示 ,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①

我们并不惊讶从 2001年前的逐渐弱化的失衡转向 2001年后的另一个失衡所造成的要素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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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中国 ,劳动力是相对富裕的。另外 ,劳动规制的增强一方面会增加劳动要素的实际投入成本 ,另一方面又会降低劳动

就业率。前者有利于校正劳动扭曲 ,提高劳动配置效率 ,改善 TFP ;后者则会降低劳动重置对 FAEC和 TFP增长的贡献率。



图 5　中国工业全行业水平的要素配置扭曲分析( 1980—2006) 　

效应由正向负的转变 ,因为总体上来看 ,劳动成本份额下降 ,资本成本份额上升 ,这背离了最优的投

入方向。就轻重工业组别来看 ,与轻工业组完全相反的是 ,重工业组的劳动份额从 1999年的 43 %

下降到 2006年的 39 % ,而资本份额从 1980年的 56 %上升到 2006年的 67 % ,这种要素使用与比较

优势 (由λL 和λK代表)的严重背离 ,导致重工业组的要素配置效率比轻工业组更加恶化 ,这就解释

了第三个阶段重工业组的 FAEC为什么比轻工业组更低。

表 5 要素重置效率 (FAEC)的决定因素分析

影响因素
模型 1 (1981—2006) 模型 2 (1995—2006)

系数 标准差 P值 系数 标准差 P值

常数项 514830 018780 01000 610496 017563 01000

行业特征

YLC - 010226 010061 01000 - 010070 010057 01223

lnE - 019166 011211 01000 - 018563 011029 01000

PTRV 010265 010129 01041 - 010073 010124 01554

结构变量

KLC 013394 010120 01000 011390 010115 01000

D1 3 KLC - 013460 010332 01000 - 012197 010215 01000

D2 3 KLC 010034 010149 01821 010264 010150 01078

D1 3 D2 3 KLC 010775 010507 01127 010787 010316 01013

SOYC - 010326 010094 01001

D2 3 SOYC 010249 010117 01033

LMYC 010233 010080 01003

D2 3 LMYC - 010290 010089 01001

FAC 010012 010048 01797

D3 3 FAC 010016 010049 01746

总体显著性检验 Wald(7) = 1863 010000 Wald(3) = 584 010000

豪斯曼检验 Wald(7) = 7198 013343 Wald(13) = 15133 012871

样本容量 988 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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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要素配置效率在中国工业增长和生产率提高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 ,同时存在着如此

明显和重要的结构红利 ,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结构改革和工业增长的桥梁变量 - FAEC。如何通过

要素重置和结构调整来解释结构红利的酵母效应 ? 什么因素导致了不同行业 (或者轻重工业)间结

构红利的蘑菇效应 ? 正如图 4d所示 ,轻工业组的要素配置效率总是比重工业组的要高 ,纵使两组

配置效率变化趋势相似。我们需要找出导致这种工业整体结构调整效应和不同行业结构效应的影

响因素。表 5报告了要素配置效率 (即结构红利) FAEC对其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基于豪

斯曼检验选择使用随机效应面板模型来进行估计。

根据数据的可得性 ,回归分两个时间段进行 ,即 1981—2006年 (模型 1)和 1995—2006年 (模型

2) 。被解释变量为 FAEC(百分比形式) 。解释变量包括如下 :资本劳动比变化 ( KLC)代表要素市场

中投资与劳动力结构的改革和调整 ,它是解释两个模型中结构红利的重要结构变量 ,同时也是个体

特征变量 ,可以反映行业的要素资源禀赋。时间虚拟变量 D1 (2001—2006年区间设为 1 ,其他时段

为 0)及其与结构变量的交互项旨在捕捉结构红利的时间变化模式。在模型 2中 ,除了 KLC外 ,我

们还引入了另外三个结构改革变量———所有制结构 (国有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SOYC) 、规模结构 (大

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增长率LMYC)和外资结构 (外资资产变化率 FAC) ———来描述这三种类型的

结构改革所引起的要素重置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为获得稳健的估计 ,我们控制了一些行业特征

变量。既然中国工业通常描述为高增长、高投资、高能源消耗和低效益 ,我们选择人均产出增长率

( YLC) 、能源消耗的自然对数 (lnE)和工业总产值利税率 ( PTRV)作为控制变量。另外两个虚拟变

量 ,D2 (低 KΠL组为 1 ,高 KΠL组为 0)和 D3 (低技术效率组为 1 ,其他为 0) ,以及它们和 KLC、SOYC、

LMYC和 FAC的交互项被用来捕捉结构红利的行业异质蘑菇效应。除了虚拟变量和 lnE外 ,所有

解释变量的单位都是百分数。表 5显示 ,绝大多数变量至少在 10 %水平下是显著的 (用粗体字标

出) 。Wald统计量也显示两个模型在总体上都是显著的。

Kumar and Russell (2002)检验了人均产出对生产率的影响 ,受之启发 ,我们分析人均产出变化

( YLC)对由要素重置所引致的生产率变化 FAEC的影响。两个模型的系数都为负 ,其中模型 1的系

数是显著的 ,这意味着随着工业发展水平的增加 ,要素配置效率从统计上看确实是不断下降的 ,这

与 Dowrick and Gemmel (1991) 、Berthelemy (2001)等的结论相似。以上结果也与经济收敛理论一致 ,

该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通过结构改革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 Kumar ,

2006) 。高能耗显著地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能源消耗每增长 1 个百分点 , FAEC 将下降

010086—010092个百分点。中国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通常能源消耗较高 ,由此导致其要素配置效

率低于轻工业组 ,这与图 4d的发现是一致的。模型 1 中显著为正的 PTRV系数表明高利润行业

(如非国有工业)确实具有预期的较高的要素配置效率 ,模型 2中的该系数为负但不显著。

控制了这些行业特征之后 ,我们发现在重工业组中 ,资本劳动比变化率 ( KLC) (两模型共同的

结构变量) 1个百分比的增加将分别引起模型 1和模型 2中要素配置效率 0134和 0114个百分点的

显著增长 ,后者数值较低可能是因为模型 2中包含了更多的结构变量因而分摊了结构红利的原因。

2001年后 ,模型 1和 2中重工业组的结构效应都下降为负值 ,分别为 - 010066 (013394—013460)和

- 01081 (011390—012197)个百分点。轻工业组中 ,由 KΠL变化引起的结构红利在 1995—2000年和

1981—2000年间分别比重工业组高 010264 %和 010034 % ,隐含说明了轻工业组相对于重工业组的

结构红利优势在改革第一阶段小于第二阶段 ,这由图 4d中轻重工业组别 FAEC曲线在第一个阶段

靠得更近也可以看出来。2001 年后 ,模型 1 揭示轻工业组 KLC对 FAEC的影响比重工业组高

010775 % ,模型 2中这一比率为 010787 %。这从统计上证明了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所有行业的要

素配置效率都随着资本深化而下降的酵母效应和不同行业间由于资本和劳动的重新配置而导致的

蘑菇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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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劳动比的变化率在此被用作中国工业投资与劳动力结构失衡和调整的代理变量 ,因为投

资和劳动力结构的失衡正是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典型特征。人均资本的快速增长而非保持恒常比

例 ,使得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能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同步增长 ,正如回归中负的 YLC系数所揭

示的那样。Fisher2Vanden and Jefferson (2008)发现工业资本生产率经过长期的下降后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后期呈现上升趋势 ,但这似乎并不能治好投资饥渴症 ,相反 ,这种至今还存在的过度投资趋势

进一步恶化了要素配置效率。Qin and Song (2008)将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归咎于不完善的资

本市场、不平衡的投资结构和结构调整刚性等等。他们认为政策导向的投资冲动行为仍然普遍存

在 ,企业仍能从银行系统获得“软贷款”,不完善的资本市场仍然可能导致金融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比如投资结构严重倾斜于国有部门) 。Gong and Lin (2008)指出 ,相对于大部分的 OECD国家 ,中

国投资的主要融资渠道还是贷款。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发放廉价易得的贷款是中国转轨经济的

重要特征。它反映出政府除了需求管理以外 ,用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强烈意图。Li and Xia

(2008)指出中国的国有要素配置体系仍然控制了非常广泛的要素资源 (如银行贷款形式的资本、补

贴和土地等) 。中国银行事实上一直扮演着为国有企业提供贷款的角色。由于缺乏非国有金融机

构的有效竞争 ,国家垄断的金融行业势必对国有企业更加倾斜 ,增加业已存在的金融资源配置的不

平等。Fung et al1 (2006)指出 ,1998年到 2002年期间 ,超过一半的资本投向了国有工业企业 ,但是

国有企业并没有取得与其投资相匹配的产出。

所有制结构变量 SOYC的估计系数也是显著的。重工业组中的国企总产值 1个百分点的增长

会降低要素配置效率 01033个百分点 ,但轻工业组中的国企总产值 1个百分点的增长仅降低 FAEC

值 010077 ( = - 010326 + 010249)个百分点 ,因此 ,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抓大放小的国企民营化改

革确实有助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以上发现在 Li (1997) 、Sun and Tong (2003) 、Jefferson and Su

(2006) 、Bai et al1 (2008)等的研究中都有所提及 ,他们指出中国的所有制改革提高了 (劳动)生产

率。在不同的工业组别之间 ,重工业组的国有企业产出份额从 1994—2003 年期间的 60 %增加到

2006年的 70 % ,这导致了如今重工业组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因为重化工业组中非国有企业发展

相对落后 ,缺乏足够的竞争 ,要素的重置过程不是完全有效的 ,为确保长期可持续的高速工业增长 ,

重工业组中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的重组将是下一轮改革的重心。而 2001年后轻工业组国企产出是

下降的 ,这提高了 FAEC。轻重工业两组国企产出份额的一降一升恰好说明了两组要素配置效率的

一高一低。

产业集聚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 ,大中型企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重工业组中

LMYC显著正的系数表明资本密集型组的产业集中度提高可以减轻导致规模报酬递减的要素自由

流动限制 ,从而提高要素配置效率。Timmer and Szirmai (2000)指出 ,少数快速发展、有技术活力的

行业的不断专业化可以使生产率提高 ,这支持了结构红利假说。轻工业组 LMYC的 1个百分点的

增长会减少 010057 (010233—010290)个百分点的要素配置效率 ,这意味着劳动密集行业组的产业

集中并不能克服要素配置的局限 ,相反中小企业间的充分竞争也许才是保障要素有效配置的正确

渠道。Timmer and Szirmai (2000)将经济的自由化作为另外一个支持结构红利假说的理由。除了民

营企业外 ,外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也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虽然并不显著 ,但外

资资产变化 (FAC)系数符号表明进入高效率行业组别的外资对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有利 ,而进入低

效率行业组别的外资表现相反。

正如 Yusuf et al . (2005)指出的 ,诸如所有制、规模和扩大外资的行业结构调整和改革加快了行

业间要素的合理配置 ,由此带来了相应的生产率提高并导致行业间生产率增长的差异性。以上决

定因素的回归结果从统计上证明了本文第 4节所发现的结构红利 (酵母和蘑菇效应)的变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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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本文运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 (1980—2006年) 38个两位数工业行业面板数据检验了结构改革

对于中国工业增长的影响。我们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及其分解方法度量了中国工业分行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要素配置效率 (即结构红利)的变化。我们同时运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了要素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得到的基本结论如下 :

111978年改革开放后 ,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由此前的重工业优先转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业 ,这带来

了中国工业的高速增长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1992年后 TFP的增长超过了投入要素的增长 ,这似

乎意味着中国工业的增长模式由改革第一阶段的粗放型增长向着集约型增长模式转变 ;但是这种

增长方式的转变还不是稳定的 ,或者说是不可持续的 ,因为我们发现主要由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

化 ,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反而下降了。

21投入要素从直接和间接两个渠道影响工业增长。直接渠道指通过数量效应 (如资本积累)

对产出造成影响 ;间接渠道则是通过结构改革和调整 ,使得要素从低生产率行业向高生产率行业流

动 ,通过这种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生产率提高和工业增长 ,是一种效率效应。增长核算显

示 ,这种间接的要素配置效率效应对中国工业增长起到了实实在在的推动作用 ,但是这种结构调整

效应随时间而下降 ,2001年以后甚至为负。平均来看 ,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对工业增长的贡献比

要素配置效率要大 ,而劳动投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应的增长贡献则小于要素配置效率。

31要素配置效率的变化可以通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工业结构改革来说明 ,文献中将这种正

的要素配置效率变化称为结构红利。综上所述 ,结构红利在中国工业改革中确实存在 ,既体现出由

高到低 (甚至为负)随时间而下降的共同趋势 ,也表现出轻工业组优于重工业组的行业个体特征差

异 (即酵母和蘑菇效应) 。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回归结果揭示投资和劳动力结构、所有制结构、规模结

构和外资结构等工业结构改革对前两个阶段的结构红利模式都有显著的解释力 ,也很好地说明了

2001年后要素配置效率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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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robust growth under persistent structural reform since 1978. By estimating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function , we find that the averaged TFP growth has exceeded the quantitative growth of inputs since 1992 , but

the contribution of productivity to output growth declines after 2001. Using a decomposition technique , we then find that the effect

of factor reallocation due to structural reform , sometimes referred to as structural bonus , has contributed to TFP growth

substantially , but it too declines over time. Empirical analysis reveals that reforms in factor markets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significantly account for the overall trend and the sectoral heterogeneity of structural bonus dur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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